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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产业升级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以中欧班列开通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多期

DID 模型考察了中欧班列开通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中欧班列显著推动了开通

区域的产业升级，在考虑内生性问题等一系列可能干扰结果的因素后，该结论依旧稳健，并且该促进效

应主要通过创新驱动、金融发展及贸易增长等维度来实现。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中欧班列开通对中

西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具有更显著的影响，而且依托中心地区、运输廊道及内陆自贸区的中欧班列具有

更强的产业升级效应。拓展性分析表明: 基于产业升级视角，统一品牌后的中欧班列发展具有可持

续性，同时良好的成本管控和央地关系也有助于中欧班列开通的经济效应发挥，但地方政府恶性博

弈阻碍了中欧班列开通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以上结论揭示了中欧班列开通对产业升级的积极

作用，拓展了关于中欧班列开通经济效应的研究，对班列后续建设规划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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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目前，以高污染和高耗能为特征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在此背景下，如何促进产业升

级，实现“低端产业高端化、高端产业高级化”，是加快推进以创新为驱动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

径。为此，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3 年提出了建设“一带一路”的倡议，为助力中国走出产业转型困境提

供了重要契机。作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建设成果，中欧班列极大促进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

作，并且班列运输货物多数为具有高技术含量的工业制品，高质量工业制品离不开企业强大的创新

能力的支撑，因而中欧班列开通促进了企业创新［1］。现有研究认为，产业发展应当遵循以强化创新

为主要路径的技术拉动式升级［2］，而中欧班列开通加速了创新要素的跨区流动，为内陆地区贸易增

长与产业优化布局提供了内生动力［3］。由此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中欧班列开通能否促进内陆地

区产业升级? 若答案是肯定的，相应的作用机制与异质性特征是什么? 中欧班列发展中的政策困境

是否会干扰其与产业升级的关系? 深入厘清上述问题，对准确评估中欧班列开通能否成为支撑产业

升级的新力量，进而加快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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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升级得益于要素资源的持续积累和高端化进程，并受制于区域内资源禀赋与区域之间要素

流动产生的溢出效应。已有研究基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解释，认为交通设施能够加快要素资源

的跨区流动，为产业升级创造条件［4］。在此基础上，随着高铁快速发展，高铁开通通过技术创新、资
本劳动配置优化等途径带动的产业升级愈发受到关注［5 － 6］。上述研究为揭示中欧班列开通的产业

升级效应提供了理论与实证支撑，但关于中欧班列对产业升级影响的研究还相当匮乏，同时也未对

两者间的内在关联性给予正面回应，而这正是本文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
若上述问题成立，需要进一步厘清中欧班列开通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在对外开放新格局

下，产业升级不仅取决于供给侧高端要素的优化配置，亦依赖于需求侧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本文基

于此构建研究框架，试图揭示中欧班列开通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同时，本文也将基于地理区位、
“中心—外围”差异与廊道效应等维度检验中欧班列开通对产业升级影响的异质性。再者，中欧班列

自开通以来，受到了可持续发展、成本收益权衡、地方政府博弈及央地关系等因素干扰。那么，在政

策困境影响下，中欧班列开通与产业升级的关系又将如何表现? 这一问题也需要进一步研判。
当前，中欧班列持续稳定发展，为研究中欧班列开通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提供了理想的准自然实

验场景: 第一，中欧班列开通区域的选择取决于政府决策，具有一定的外生性，有利于克服内生性干

扰; 第二，虽然中欧班列开通城市逐年增多，但仍有多数城市并未开通，这自然形成了开通和非开通

区域两组，符合准自然实验构建处理组和控制组的逻辑要求。基于此，本文以 2005—2018 年中国
285 个地级市数据为样本，将开通中欧班列的地级市设为“处理组”，其余地级市为“控制组”，采用多

期 DID 模型，实证检验了中欧班列开通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 ( 1 ) 中欧班列开通显著

推动了产业升级，且该效应主要通过创新驱动、金融发展和贸易增长等维度来实现。( 2) 异质性特征

方面，中欧班列开通的产业升级效应在“廊道效应”区、中西部、中心地区、内陆自贸区等区域具有更

显著的边际影响。( 3) 中欧班列运行中的政策困境可能会干扰其对产业升级的积极效应。其中，地

方政府恶性竞争、过高的运营成本及扭曲的央地关系阻碍了中欧班列开通对产业升级的促进效应，

这说明政府部门应当努力为中欧班列发展创造稳定的制度环境。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包括: 第一，以中欧班列开通为切入点，从产业升级视角验证了中欧班列的

经济效应，不仅丰富了中欧班列开通影响效应的研究文献，亦拓展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影响效应的

研究视域，更在要素供给和市场需求等逻辑基础上，深化了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升级关系的

认知。第二，分析了中欧班列开通对产业升级影响的异质性特征，为职能部门制定差异化的资源配

置措施，因地制宜地规划中欧班列建设提供了决策参考。第三，中欧班列发展中存在诸多政策困境，

而鲜有文献对该背景下中欧班列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本文从可持续性、成本收益权衡、地方政府

恶性博弈、央地关系等视角验证了政策困境下中欧班列的经济效应，从而基于不同维度全面揭示了

中欧班列开通与产业升级的关系。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 一) 中欧班列开通与产业升级的基本关系

产业升级不仅得益于区域内资源禀赋与高端要素的持续积累，也取决于从其他区域获取资源要

素的能力［7］，而快速发展的交通基础设施为推动要素空间溢出和流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交通基础设施发展可以压缩时空距离，提高信息获取和交流的便利性，使可达性高的区域

具有更多与外界联系的“机会”，以激发本地产业升级脱离自有禀赋掣肘的“潜力”［8］。中欧班列作

为陆上交通要道，缩短了区域之间的时空距离，带动了要素资源的交流与整合，促进了知识和技术的

跨区传播与溢出［3］。
第二，要素空间溢出对产业升级的作用亦取决于各区域要素吸收能力的差异，且这种能力受到

扩散地与吸收地之间诸如技术相似度、社会一致性等匹配程度的影响［9］。中欧班列各通道节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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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定位、货运类型、政策导向等具有一定相似性，比如在货运类型方面，西通道重要枢纽重庆和

成都的始发班列均主要运输川渝生产的电子产品，这种相似性不仅提高了“吸收”能力，也促进了流

入资源转化为本地产业升级的动力。
第三，按照“中心—外围”理论，中欧班列开通较早的区域必将形成比较优势，并通过降低要素运

输成本及强化要素资源流入趋势再度放大中心区域的比较优势［10］。基于集货能力的不同，目前中

欧班列已形成多个“区域中心”，分别为以重庆、成都和西安为主的“西三角”中心，以郑州为主的中

部中心，以及以合肥为主的长三角中心，其他区域尽管有班列开行，但辐射能力还有待观察①。中心

区域的形成会产生推动要素向中心区域聚集的“回流效应”，或者促使要素向外扩散，产生辐射带动

周边区域的“扩散效应”，但无论是哪种效应，要素流入区域必将通过循环累积效应加速产业升级进

程，并通过区域联动带动班列开通区域乃至全国范围的产业升级。
自 2011 年“渝新欧”开通以来，中欧班列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截至 2019 底，班列累计开行超

20 000 列，可达欧洲 17 个国家 56 个城市。当前，中欧班列线路趋于稳定，货运价值也逐步提升。从

货物种类来看，枢纽城市集散的货物已由最初的初级产品，扩展至科技含量较高的工业制品( 见表

1) ，反映了产业价值链的高级化趋势。同时中欧班列终点基本为西欧发达国家，发达国家较高的“产

品”门槛不仅会倒逼货源始发地进行技术革新，还会带来创新要素与研发资源的共享［1］，从而带动班

列开通区域的产业升级。以上趋势似乎预示着中欧班列开通与产业升级密切相关，那么在中国视角

下，两者关系又将如何呈现? 接下来，本文通过详细的理论机制进行探讨。

表 1 部分中欧班列开通城市货运种类变化情况

城市
开通
时间

主要货类( 去程) 运营数量

开通当年 2019 年 2013 年 2019 年

重庆 2011 笔电产品 笔电产品、液晶面板、集成电路、电子通讯、汽车整车、农副产品、生物医药、
水果肉类等

36 超 1 500

郑州 2013 轮胎、高档服装、文体用品、工艺品等 电子产品、高档服装、冷链产品、医疗器械、机电产品等 13 1 000
苏州 2013 液晶显示屏、电源板 笔记本电脑、电子元器件、液晶显示屏等 1 231
成都 2013 电子产品、家用电器 汽车及配件、机械产品、电脑及半成品、服装鞋类、食品、花木水果、日用品等 31 超 1 600
西安 2013 工程机械、家用产品、服装等 工程机械、服装、快消品、电子设备、粮食、汽车等 — 2 133
东莞 2016 服装、厨具等劳动密集型货物 珠三角生产的轻工业和电子产品等 — 114
武汉 2012 电子产品、汽车整车及零部件等 电子元器件、衣服鞋帽、保健品原料、电子产品等 停运 322
金华 2014 箱包、文具、工艺品、日用品等 电子产品、小百货、五金工具、日化品等 — 500
长沙 2012 茶叶、瓷器等湖南特色产品 机电产品、茶叶、服装、鞋帽、陶瓷、食品、钢铁等 — 411
合肥 2014 服装、工艺制品等轻工业产品 太阳能光伏、传感器、机器人等产品 — 368

资料来源: 根据商务部、中国“一带一路”网等的资料整理得到。

( 二) 中欧班列开通对产业升级影响的理论分析

1． 中欧班列开通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

产业升级的内涵是指在技术进步驱动下，某行业的比较优势对传统资源禀赋( 如劳动力、土地

等) 的依赖逐步弱化，而对高端要素( 如技术、资本等) 的依赖不断增强，进而实现由低技术、低附加

值向高新技术、高附加值生产状态的动态演变［11 － 12］。为此在对外开放新格局不断形成的背景下，产

业结构的成功升级不仅取决于供给端技术、资本等高端要素的优化配置［13］，也依赖于需求端国际贸

易的迅速发展［14 － 15］。
从理论上看，中欧班列开通能够从供求两端为产业升级创造新路径。首先，从供给端来看，新经

济地理学的“运输成本效应”认为交通基础设施通过降低运输成本实现了要素②优化配置，从而为产

业升级创造条件［16 － 17］。但从产业升级内涵看，高端要素( 资本、技术等) 发挥的效应远高于一般性要

素［18］，而中欧班列开通恰好能够通过优化高端要素配置推动产业升级: 一方面，中欧班列开通催化

了技术等创新要素的流动，提高了开通区域的创新水平［1］，为产业升级提供了必要动力［2］; 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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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中欧班列通过带动金融发展提高了资本要素的配置效率［19］，从而基于资本配置维度支撑了产业

升级。然后，从需求端来看，新经济地理学的“贸易增长效应”为中欧班列促进开通区域贸易增长提

供了理论支撑，而且班列开通不仅基于贸易结构重构推动了需求导向性的产业升级［3］，亦与发达国

家先进领域“逆梯度”合作，实现了资本和研发要素的“共通共享”，通过进一步优化班列始发地的高

端要素配置实现产业升级［20］。接下来，本文基于创新驱动、金融发展与贸易增长等渠道，详细探讨

中欧班列开通促进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
第一，中欧班列开通通过技术创新驱动促进产业升级。创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等创新要素的流

动和互通［21］，而交通基础设施通过降低运输成本有力推动了创新要素流动［17］。对于中欧班列而言，一方

面，“干支结合、枢纽集散”的运输模式有效降低了创新要素的运输成本，并通过吸引更多创新要素流入促

使班列开通区域的创新水平叠加式增长。另一方面，中欧班列各节点的互联互通打破了区域间的割裂状

态，实现了创新要素的跨区流动，同时也强化了区域间的学习效应、竞争效应与模仿效应，从而提高创新水

平。一般来看，拥有创新特质的产业可通过引发新一轮产业变革与创新要素重组实现产业升级［22］，现有研

究也普遍强调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的驱动作用［23］。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中欧班列开通引致的创新水

平提升为产业升级提供了强大动力。
第二，中欧班列开通通过金融发展促进产业升级。政策制度是引导金融资源流向的重要因素［24］。

作为一项开放型政策制度，中欧班列得到了各大金融机构的积极响应，为相应区域的金融发展提供了

契机，如 2019 年 9 月，首批“长安号票运通”供应链融资新模式在西安启动，凭中欧班列货运车票就可以

向银行申请融资用于支付运费，从而解决融资难题。可见中欧班列开通促使金融体系提升了服务力度

与规模，这不仅满足了开通区域的金融需求，亦深化了金融服务层次，提高了金融服务效率，从而为产业

升级带来了必要的金融支持［25］，并缓解了产业升级面临的融资约束［26］。同时，金融发展程度越高，信

贷部门搜集产业信息的动机和能力就越强，有助于减轻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27］，及时满足产业升级

所必备的资金需求［28］，并通过优化资本配置支撑产业升级［29］。为此本文认为，中欧班列开通通过金融

发展优化了资本等要素资源的配置，为产业升级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撑。
第三，中欧班列开通通过贸易增长促进产业升级。一方面，中欧班列搭建了内陆贸易的陆上交

通要道，突破了海运产品附加值低、运输时间长、内陆参与低等限制，充分挖掘了内陆地区的市场潜

力，极大地促进了更接近欧洲的内陆地区贸易增长，且表 1 的货物种类变化显示，中欧班列开通亦推

动了内陆地区产业向高新技术、高附加值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新贸易理论强调，对外贸易产生的规

模经济效应会使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产业加速物质资本积累，从而推动产业升级［30］。中欧班列

开通压缩了经济主体参与对外贸易的物流成本，有助于提高贸易开放程度和加速资本积累进程。此

外，借助班列开通的契机，内陆地区实现了与发达国家先进领域的“逆梯度”合作［20］，提升了货源地

利用高端资源的能力，并通过加深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助力产业升级［3］。鉴于此，本文认为，中欧班

列开通推动了相关区域的贸易增长，为产业升级创造了更多机会和条件。

图 1 中欧班列开通促进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

本文依据产业升级的基本内涵，以新经

济地理学的“运输成本效应”和“贸易增长

效应”为理论基础，认为作为一项开放型制

度创新，中欧班列开通不仅通过供给侧的创

新驱动( 技术) 和金融发展( 资本) 等渠道，

为产业升级提供了动力支持，亦通过需求侧

的贸易增长为产业升级创造了更多机会和

条件。基于此，本文系统地厘清了中欧班列

开通影响产业升级的理论框架( 见图 1) 。

—27—

李 佳，闵 悦，王 晓 中欧班列开通能否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2． 拓展性分析: 政策视角下中欧班列开通与产业升级关系的再讨论

中欧班列运行中也遇到了一系列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困境，如地方政府恶性竞争、返程率较

低、过度依赖政府补贴等［31］。若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中欧班列与产业升级的关系可能有所不同:

第一，现阶段中欧班列的运输成本依然偏高，给予一定的运价补贴也十分必要，但部分地方政府

认为在中欧班列发展上赢得先机就可获取国家政策支持，这种扭曲的政策理解刺激地方政府盲目加

大补贴力度，进而加剧了地区间的无序竞争与各地的财政负担，影响了中欧班列的可持续发展。目

前，相关部门采取了降低补贴与增强市场竞争力等措施，如 2016 年 6 月 8 日中欧班列统一品牌的启

动，这能否减轻班列可持续发展所遭遇的阻碍，并继续为产业升级贡献力量，值得进一步检验。
第二，返程货源不足导致中欧班列运输成本居高不下，而扩大班列双向对开密度是降低运营成

本的一条重要路径［32］，因此在探讨中欧班列经济效应时必须考虑返程率的影响。这不仅是因为返

程率上升能够降低运营成本，还因为返程商品多数来自发达国家，其技术含量较高，对于提高创新水

平、促进产业升级也是有利的。
第三，中欧班列开通城市涵盖中西部和东部沿海地区。从理论上讲，适合开通班列的城市必须

具备地理位置优越以及能够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等条件［33］，但部分地方政府并未考虑这些因素，盲目

开行中欧班列，导致开行数量极少( 如青海省不具备充足货源，4 年内仅开行了 5 趟去程班列) ，不仅

未实现常态化运营，更谈不上返程率的提升。同时，相比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交通设施更为完

备，可充分利用海上丝绸之路，对中欧班列的建设需求并不强，但事实是多数沿海省份开设了多条班

列线路，其是否基于实际经济需求开行班列值得商榷。地方政府恶性博弈导致班列盲目开行，进而

造成线路重复建设与运输资源浪费等问题，必将不利于中欧班列统筹发展，对中欧班列开通的产业

升级效应的有效发挥亦会造成阻碍。
第四，中欧班列属于国家政策范畴，地方政府是政策执行者，因而央地关系必将影响中欧班列的

具体推行效果。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不同层级政府特别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法律制度”，

为理顺央地关系提供了法律保障，而良性的央地关系有利于形成较高的市场化水平［34］，进而也有利

于提高产业升级水平［35］，由此可推断，较好的央地关系能够强化中欧班列开通的产业升级效应。
通过理论分析，本文认为在中欧班列开通的背景下，日益完备的产业发展趋势加速了产业升级，

但在一些政策困境的干扰下，中欧班列开通的产业升级效应是否具备可持续性值得深思。为了全面

厘清中欧班列开通与产业升级的关系，我们还需借助严谨的实证分析进行讨论。
三、研究设计

(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05—2018 年中国 285 个地级市数据为研究样本，并剔除了样本期内在地级市层面

发生撤市或立市的样本( 如巢湖市、三沙市等) 与数据缺失严重的样本( 如西藏、中国台湾、中国香港

和中国澳门等) 。本文地级市层面数据来自历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及各省区统计年鉴等，中欧班列枢纽节点和运行线路等依据《中欧班列建设发展规划( 2016—2020
年) 》( 以下简称《发展规划》) 、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网站信息、地方铁路局网站信息等进行

设置。为防止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在 1%分位两端进行缩尾处理。
( 二) 识别策略与模型构造

由于各地区中欧班列开通时间不同，为了更好判断这种时空错列事件与产业升级的关系，本文

采用多期 DID 模型进行分析。具体基于《发展规划》，将规划为中欧班列货源地节点、枢纽节点以及

在研究区间内新加入的开通城市( 如重庆、郑州、苏州、成都等) 共 56 个城市③定义为“中欧班列开通

城市”，并设定为处理组，其余地级市为控制组。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Updatei，t = β0 + β1Treati × Postt + β∑Controlsi，t + μi + γt + εi，t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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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1) 中，i 和 t 分别代表地级市和年份。Update 代表产业升级; β0 为截距项; Treat 为政策虚拟变

量，若为开通中欧班列的地级市取值为 1，否则为 0; Post 为时间虚拟变量，各区域班列开通及以后的年

份为 1，否则为 0; β1 为班列开通对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影响差异，若中欧班列开通促进了产业升级，则 β1
显著为正;∑Controls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μi 和 γt 分别为城市、时间固定效应; εi，t为随机扰动项。

1． 被解释变量: 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指资源要素由低生产效率产业向高生产效率产业流动，以带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

动态演进过程。其中，前者指产业之间协调能力不断提升的动态过程，不仅反映了产业之间的协调程度，

也体现了资源要素的有效利用程度; 后者指资源配置路径从低级向高级有序转变的过程。由于中欧班列

是促进产品贸易发展、区域创新及要素流动的交通要道与平台，以产业结构合理化衡量产业升级更符合本

文研究要求，因此借鉴孙超和唐云锋［36］等的做法，以泰尔指数作为产业升级代理变量，计算公式如下:

TL = ∑
3

i = 1

Yi( )Y
ln Yi

Li

Y( )L
( 2)

式( 2) 中，Y 代表总产值，Yi 代表第 i 个产业的产值，L 表示就业总人数，Li 表示第 i 个产业的就

业人数。当 TL = 0 时，产业结构最为合理，当 TL 不为 0 时，TL 越大，产业结构偏离合理化的程度越

大，因此 TL 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逆指标。为了方便研究，本文对该指标先取倒数再取对数，以此作

为产业升级的最终衡量指标［37］，记为 ln( 1 /TL) ，转换后指标越大，产业结构越合理。为了保证基准

结果可信，在稳健性检验中设定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进行检验，具体基于“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 / ( 第

一产业增加值 + 第二产业增加值) ”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38］，记为 IS。
2． 核心解释变量: 中欧班列开通

本文基于各地级市是否开通中欧班列，对政策和时间虚拟变量进行定义: 一方面，中欧班列运行

主要包括“始”和“经”两种状态，无论始发还是途经城市都为提高班列经济效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本

文将两类城市共同划入处理组，对应的 Treat 取值 1，否则为 0。另一方面，部分城市开通了多条中欧

班列线路，本文取第一条线路的通车时间为开通日期，同时鉴于部分线路的开通日期在年末，开通当

年产生的经济效应无法在短期内显现，因此根据实际开通日期，若开通时间在当年 9 月及以前，Post
从当年开始取值为 1，若开通时间是在当年 9 月以后，Post 从滞后一年开始取值为 1。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符号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最大值
TL 泰尔指数 0． 260 8 0． 199 3 0． 220 8 0． 995 6
ln( 1 /TL) 产业结构合理化 1． 761 5 1． 150 6 1． 505 7 8． 857 2
IS 产业结构高级化 0． 665 1 0． 319 4 0． 586 3 2． 158 2
Treat 中欧班列开通城市 0． 196 5 0． 397 4 0． 000 0 1． 000 0
Post 中欧班列开通时间 0． 040 6 0． 197 4 0． 000 0 1． 000 0
Treat × Post 中欧班列开通 0． 040 6 0． 197 4 0． 000 0 1． 000 0
economy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15． 981 6 1． 035 2 15． 947 1 18． 735 4
urban 城镇化水平 0． 023 2 0． 075 3 0． 006 7 0． 654 0
rd 地区研发水平 4． 014 7 0． 770 3 4． 086 1 6． 876 0
policy 政策支持环境 0． 193 8 0． 220 8 0． 144 2 6． 040 6
facility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0． 851 6 1． 213 5 0． 998 1 4． 195 4
pdensity 人口密度 5． 859 5 0． 696 2 5． 908 9 9． 142 7

3． 控制变量

参考余泳泽和潘妍［39］等的研

究，本文选取控制变量如下: ( 1) 地

区经济发展水平 ( economy ) ，以对

数化 后 的 地 级 市 GDP 来 表 示。
( 2) 城镇化水平( urban) ，用城市建

设用 地 占 辖 区 面 积 之 比 来 衡 量。
( 3) 地区研发水平( rd) ，即对数化

后的政府科研投入。( 4) 政策支持

环境( policy ) ，用财政支出占 GDP
之比来衡量。( 5) 基础设施建设水

平( facility) ，采用对数化后的实有城市道路面积来表示。( 6 ) 人口密度( pdensity) ，以对数化后的年

末人口数表示。表 2 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 基准回归结果及分析

DID 模型的假设前提是: 若没有中欧班列开通的外生冲击，处理组和控制组的产业升级变化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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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平行。考虑到本文为多期 DID 模型，班列首次开通时间为 2011 年( “渝新欧”) ，此后班列开通城

市和发运班次日益增多，因此以 2011 年为时间节点进行分析。由图 2 可知: 2011 年以前，开通与未

开通城市的泰尔指数( TL) 变化趋势基本平行; 自 2011 年之后，相比而言，处理组的 TL 更接近于 0，

即接近均衡状态，且与控制组的差距不断扩大，说明中欧班列开通后，处理组产业结构更趋合理化。
该趋势符合双重差分模型的前提条件。同时，图 2 也汇报了产业结构高级化( IS) 的变化趋势，同样

符合 DID 模型的前提条件。

图 2 中欧班列开通与未开通城市的产业升级变化趋势

表 3 基准估计结果

变量 ( 1) ( 2) ( 3)
Treat × Post 0． 176 4＊＊ 0． 176 4＊＊ 0． 168 5＊＊

( 0． 070 4) ( 0． 071 9) ( 0． 072 6)
economy 0． 058 0 0． 055 9

( 0． 083 1) ( 0． 082 2)
urban 0． 073 3 0． 074 7

( 0． 115 0) ( 0． 112 6)
rd 0． 255 0＊＊＊ 0． 262 8＊＊＊

( 0． 048 9) ( 0． 050 0)
policy － 0． 091 6 － 0． 095 1

( 0． 088 8) ( 0． 080 9)
facility 0． 103 9＊＊ 0． 103 5＊＊

( 0． 047 0) ( 0． 046 7)
pdensity － 0． 117 3 － 0． 111 4

( 0． 079 7) ( 0． 076 6)
constant － 1． 119 5＊＊＊ － 2． 103 5 － 2． 401 4*

( 0． 044 3) ( 1． 369 8) ( 1． 343 6)
city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city × year No No Yes
N 3 945 3 894 3 894
Ｒ2 0． 606 4 0． 617 4 0． 621 7

注: 括号中是经聚类调整后的标准误( 聚类至
城市层 面) ，＊＊＊、＊＊、* 分 别 表 示 在 1%、5% 和
10%的水平下显著。

表 3 为基准估计结果，第( 1 ) 列和第( 2 ) 列依次

引入交互项与控制变量，为排除城市个体动态变化

趋势对结果的干扰，第( 3) 列进一步纳入固定效应的

交互项。结果显示，Treat × Post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其中第( 3) 列的估计值为 0． 168 5，意味着中欧班列

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会使产业升级水平提高约 3． 33%
( 0． 168 5 ×0． 197 4 × 100% = 3． 33% ) ，占产业升级标

准差的2． 89% ( 0． 033 3 /1． 150 6 ×100% =2． 89% ) ，可

见中欧班列开通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不容忽视。基准

估计结果也表明，作为“一带一路”下互联互通的重要

基础设施，中欧班列完全有望成为带动产业升级的新

支点。在控制变量结果中，以第( 3 ) 列为例，rd 和

facility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证明较高的研发水平和基

础设施建设水平有助于推动产业升级。
( 二) 稳健性检验

1． 安慰剂测试

为确保产业升级净效应仅来自中欧班列的冲

击，本 文 通 过 构 建 虚 假 开 通 年 份 进 行 安 慰 剂 测

试［40］。鉴于首趟中欧班列于 2011 年开通，自此之

后中欧班列发展迅速，因此分别设置 2007 年、2008 年和 2009 年作为首趟中欧班列开通时间( 将首趟

班列开通时间分别提前 4 年、3 年和 2 年) ，并将样本区间压缩至 4 年，以构建中欧班列虚假开通时间

进行安慰剂检验。如表 4 所示，第( 1) 列样本区间为 2006—2009 年( 将 2007 年设为首趟班列开通时

间，Post 自 2007 年开始取值为 1) ，第( 2) 列与第( 3) 列的设置方式与此类似。作为对照，本文也将首

趟中欧班列开通时间进行后推，即以 2013 年作为首趟班列开通时间进行分析。第( 4) 列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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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第( 4) 列的交互项系数显著，这表明除了 2011 年及以后有真实班列开通的年份之外，将其他年份

作为中欧班列开通年份，无法得到与基准回归一致的结果，证明了本文“政策效应”设置的合理性。

表 4 安慰剂测试与 PSM-DID 估计

安慰剂测试 PSM-DID

变量
2006—2009

2007—2009 年时，
Post =1

2007—2010
2008—2010 年时，

Post =1

2008—2011
2009—2011 年时，

Post =1

2012—2015
2013—2015 年时，

Post =1
半径匹配 近邻匹配 核匹配

( 1) ( 2) ( 3) ( 4) ( 5) ( 6) ( 7)
Treat × Post － 0． 019 3 0． 024 4 0． 027 6 0． 070 8* 0． 175 3＊＊ 0． 212 1＊＊＊ 0． 171 5＊＊

( 0． 025 2) ( 0． 032 3) ( 0． 021 8) ( 0． 038 1) ( 0． 075 5) ( 0． 079 3) ( 0． 073 1)
economy 0． 458 1＊＊＊ 0． 186 8 0． 338 6＊＊＊ 0． 480 4＊＊＊ 0． 055 2 － 0． 229 3 0． 051 8

( 0． 155 2) ( 0． 117 1) ( 0． 113 9) ( 0． 142 0) ( 0． 083 1) ( 0． 171 5) ( 0． 082 9)
urban 0． 011 9 － 0． 033 8 － 0． 192 1 0． 086 6 0． 072 8 0． 396 7 0． 071 2

( 0． 040 9) ( 0． 042 1) ( 0． 497 8) ( 0． 241 0) ( 0． 114 5) ( 0． 375 5) ( 0． 114 5)
rd 0． 065 8 0． 042 8 － 0． 004 3 － 0． 079 9 0． 256 8＊＊＊ 0． 431 2＊＊＊ 0． 263 5＊＊＊

( 0． 059 1) ( 0． 038 8) ( 0． 057 4) ( 0． 076 0) ( 0． 049 9) ( 0． 082 5) ( 0． 050 1)
policy － 0． 045 5 － 0． 365 3＊＊ － 0． 063 2 － 0． 610 3* － 0． 097 2 － 0． 144 1 － 0． 096 0

( 0． 109 6) ( 0． 184 4) ( 0． 073 5) ( 0． 311 9) ( 0． 080 6) ( 0． 111 6) ( 0． 080 7)
facility － 0． 171 8 0． 082 7 0． 125 3＊＊ － 0． 003 8 0． 105 5＊＊ 0． 119 2 0． 101 5＊＊

( 0． 104 6) ( 0． 071 3) ( 0． 055 1) ( 0． 088 7) ( 0． 046 8) ( 0． 124 7) ( 0． 046 9)
pdensity － 0． 075 8 － 0． 030 9 － 0． 028 8 － 0． 122 1 － 0． 110 4 － 0． 131 9 － 0． 110 0

( 0． 046 3) ( 0． 021 5) ( 0． 032 6) ( 0． 362 6) ( 0． 076 4) ( 0． 114 4) ( 0． 076 3)
constant － 9． 424 0＊＊＊ － 5． 581 9＊＊＊ － 7． 905 5＊＊＊ － 9． 284 6＊＊＊ － 2． 381 8* 1． 604 8 － 2． 349 5*

( 2． 387 8) ( 1． 783 8) ( 1． 744 5) ( 3． 114 0) ( 1． 355 0) ( 2． 973 4) ( 1． 352 5)
cit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ity ×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1 124 1 122 1 116 1 114 3 867 1 258 3 886
Ｒ2 0． 091 3 0． 050 8 0． 083 3 0． 263 3 0． 633 5 0． 457 4 0． 632 8

注: 括号中是经聚类调整后的标准误( 聚类至城市层面) ，＊＊＊、＊＊、*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下显著。

2． 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后的 DID 检验

为排除内生性和选择性偏误等问题，本文采用 PSM-DID 法重新估计中欧班列开通的政策效应，并

分别按照半径匹配、1∶ 1近邻有放回匹配和核匹配等方式进行匹配，尽可能降低处理组和控制组在中欧

班列开通前的差异。图 3 从左往右依次采用半径匹配、近邻匹配和核匹配。结果显示，匹配后处理组和

控制组之间的偏差显著缩小，匹配效果良好。进一步在 PSM 的基础上，基于新生成的样本，重新估计模

型( 1) 。表 4 列( 5) 至列( 7) 显示，交互项系数与基准结果大体一致，证明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图 3 倾向得分匹配( PSM) 前后变量差异

3． 内生性讨论: 工具变量回归

中欧班列开通城市的选择参考了“一带一路”倡议划定的重点区域，导致政策变量( Treat) 可能

受到内生性的干扰。为此，借鉴陈胜蓝和刘晓玲［41］的研究，本文使用“古丝绸之路”途经区域作为政

策变量( Treat) 的工具变量进行分析: 一方面，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基础设施，中欧班列与“古丝绸

之路”途经区域有较大重合，相关性较强; 另一方面，“古丝绸之路”始于西汉，从时间效应看，其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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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影响当前的产业升级，只能通过作用于中欧班列开通城市的方式对产业升级产生效用，因而满

足外生性。本文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2SLS) 进行估计，首先设置工具变量 IV( 当地级市处于“古

丝绸之路”途径区域时取值为 1，否则为 0) 。在模型( 1) 中，Treat 以交互项形式存在，故内生变量为

Treat × Post，对应的工具变量为 IV × Post，第一阶段模型为:

Treati × Postt = θ0 + θ1 IVi × Postt + θ∑Controlsi，t + φi + ρt + ηi，t ( 3)

表 5 工具变量回归及其他稳健性检验

变量
工具变量回归 替换产业升级变量 改变开通区域划分方法

( 1) ( 2) ( 3) ( 4)

Treat × Post 0． 360 9＊＊ 0． 117 5＊＊＊ 0． 354 0＊＊＊

( 0． 152 0) ( 0． 027 0) ( 0． 109 4)
IV × Post 0． 831 4＊＊＊

( 0． 063 7)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city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city × year Yes Yes Yes Yes
N 3 894 3 894 3 932 3 894
Ｒ2 0． 456 9 0． 614 7 0． 528 7 0． 623 1
第一阶段 F 值 170． 49
Kleibergen-Paap Wald 统计量 163． 48( P 值 =0． 000)
Kleibergen-Paap LM 统计量 21． 19( P 值 =0． 000)

注: 括号中是经聚类调整后的标准误( 聚类至城市层面) ，＊＊＊、＊＊、*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下显著。

表 5 第( 1) 列和第( 2) 列汇

报了 2SLS 估计结果。第( 1 ) 列

为第一阶段结果，IV × Post 的系

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

明中欧班列开通区域与“古丝绸

之路”高度相关，同时 F 值远大于

经验值 10，Kleibergen-Paap Wald
和 Kleibergen-Paap LM 统计量对

应的 P 值均小于 1%，排除弱工

具变量和不可识别等问题。第

( 2) 列中，Treat × Post 的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对内

生性问题进行控制后，中欧班列

开通依旧助推了产业升级。

4． 替换因变量

中欧班列开通有助于促进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且区域内外协调分工带来的规模经济也有利于

沿线区域物流业与高端服务业的发展。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经济发展重点应由第一产业逐渐向

第二产业再向第三产业转移［42］，即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演进，且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

现代服务业”。鉴于此，本文选取“第三产业增加值 / ( 第一产业增加值 + 第二产业增加值) ”作为产

业结构高级化的代理变量进行检验。结果见表 5 第( 3) 列，Treat × Post 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中欧班

列开通亦带动了沿线地区服务业的发展，即促进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5． 改变中欧班列开通区域划分方法

相比于其他枢纽节点，主要货源地节点的货源较为稳定，可以保证每周开行 2 列以上点对点直

达班列，又能够有序组织回程班列，具备常态化运行中欧班列的能力。根据《发展规划》，主要货源地

节点有重庆、成都、郑州、武汉、苏州、金华、长沙、合肥、沈阳、东莞、西安、兰州共 12 个城市，本文将其

定义为“常态化运行城市”［1］，并设为处理组，以重新检验中欧班列开通与产业升级的关系。表 5 第

( 4) 列结果表明，在重新划分处理组后，本文基本结论保持不变。
6． 控制其他交通基础设施的影响

部分班列开通城市本身具有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这些交通优势同样会影响经济要素的空间流

动，从而作用于产业升级。为确保本文结论的稳健性，需要排除其他交通基础设施的干扰，本文选取

四种主要的交通运输方式，即铁路( railway) 、空运( airlift) 、高速公路( highway) 与海运( shipping) ，并

将其作为控制变量依次加入模型( 1) 进行控制。若加入这些因素后，交互项( Treat × Post) 的系数仍

然显著为正，说明本文基准结论依旧成立。首先，本文以高铁代替铁路运输，主要考虑到快速发展的

高铁网络极大压缩了区域间的时空距离和交通成本，促进了高技术人才要素的跨区流动，为推动产

业升级提供了助力［6］。其次，空运特有的高效率、高成本、低运量等特点，使临空经济区集聚了众多

—77—

INDUSTＲIAL ECONOMICS ＲESEAＲCH



科技含量较高的产业，因而将对机场所在地的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产生积极影响［43］。在具体处理

中，由于部分城市在中欧班列开通之前已经设立了高铁站和机场，《发展规划》也指出中欧班列开通

城市的设立参考了各地铁路和航空线路布局，为排除这两种交通方式的干扰，本文基于数据可得性，

参考曹清峰［44］的做法，对模型( 1) 进行如下修正:

Updatei，t = β0 + β1Treati × Postt + β2∑Controlsi，t + β3hsrit ( β3airliftit ) + μi + γt + εi，t ( 4)
表 6 控制其他交通基础设施的影响

变量
高铁
( 1)

空运
( 2)

高速公路
( 3)

海运
( 4)

Treat × Post 0． 163 4＊＊ 0． 167 4＊＊ 0． 175 2＊＊ 0． 167 6＊＊

( 0． 068 7) ( 0． 072 6) ( 0． 073 3) ( 0． 072 3)
hsr 0． 171 9＊＊＊

( 0． 033 2)
airlift － 0． 054 2

( 0． 045 4)
highway 0． 032 8

( 0． 021 0)
shipping － 0． 005 3*

( 0． 002 7)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city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city × year Yes Yes Yes Yes
N 3 894 3 894 3 894 3 894
Ｒ2 0． 627 8 0． 622 1 0． 623 7 0． 622 2

注: 括号中是经聚类调整后的标准误 ( 聚 类 至 城 市 层
面) ，＊＊＊、＊＊、*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下显著。

其中，hsrit和 airliftit分别代表各地级市

是否开通高铁与是否拥有机场的双重差分

估计量，若城市 i 开通高铁( 拥有机场) 的

时间为 t 年上半年，则 hsr( airlift) 在 t 年及

之后取 1，若在 t 年下半年开通高铁( 拥有

机场) ，则 hsr ( airlift) 在 t + 1 年及之后取

1，其余为 0。表 6 第( 1) 列与第( 2) 列的交

互项系数仍显著为正，表明在控制铁路和

航空运输的影响后，中欧班列开通仍显著

助推了产业升级。
最后，高速公路网络的完善能够改善

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促进产业升级［45］，同

时相比其他运输方式，海运的运费最为低

廉且货运量较大，是对外贸易中被选择最

多的运输方式。在具体处理中，本文参考

邓慧慧等［5］的研究，选取高速公路和水运

货运量分别作为高速公路运输与海运的代理变量: 对于前者，由于在本文样本区间之前，高速公路几

乎覆盖至样本中的所有地级市( 若设置为类似于高铁的双重差分估计量，无法有效对比建成与未建

成高速公路地级市的差异) ，因此将货运量作为高速公路运输的代理变量进行控制，而且在高铁开通

对高速公路客运量进行分流后，货运量也更能体现高速公路的运能; 对于后者，由于中欧班列为陆地

运输方式，选取海运货运量能够与中欧班列进行有效区别。表 6 第( 3) 列与第( 4) 列结果显示，在控

制高速公路运输和海运后，本文结论仍然稳健。
( 三) 影响机制分析

为全面把握中欧班列开通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需要对内在的影响机理进行探讨，本文利用

温忠麟等［46］构建的中介效应模型，以识别中欧班列开通对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在式( 1 ) 基础上，

其余检验步骤如下:

Mediatori，t = ρ0 + ρ1Treati × Postt + ρ∑Controlsi，t + μi + γt + εi，t ( 5)

Updatei，t = γ0 + γ1Treati × Postt + γ2Mediatori，t + γ∑Controlsi，t + μi + γt + εi，t ( 6)

上式中，Mediator 为中介变量，其他变量设置与模型( 1 ) 相同。首先，专利授权数量能够有效反

映区域创新水平，且专利本身也可作为知识载体进行转让。因此，本文以对数化后的专利授权数度

量创新水平( Patent) ［47］。表 7 第( 1) 列显示，Treat × Post 的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中欧

班列开通显著促进了区域创新。同时，第( 2 ) 列中 Treat × Post 与 Patent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基于
Bootstrap 法估计的 Sobel | Z | 值也显著为正，说明中欧班列开通可以通过提高创新水平助推产业

升级。
其次，金融发展水平反映了地区资本配置效率以及受融资约束程度。本文以年末金融机构存贷

款总额与 GDP 之比衡量金融发展水平( Finance) ［48］。回归结果见表 7 第( 3) 列与第( 4) 列，第( 3)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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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中欧班列开通对产业升级影响机制的检验

创新驱动 金融发展 贸易增长

变量 Patent Update Finance Update Open Update
( 1) ( 2) ( 3) ( 4) ( 5) ( 6)

Treat × Post 0． 437 3＊＊＊ 0． 361 1＊＊＊ 0． 131 3＊＊＊ 0． 147 1＊＊＊ 0． 062 9＊＊＊ 0． 134 4＊＊

( 0． 123 0) ( 0． 068 5) ( 0． 014 2) ( 0． 052 3) ( 0． 007 3) ( 0． 052 2)
Patent 0． 071 3＊＊＊

( 0． 009 0)
Finance 0． 270 3＊＊＊

( 0． 058 7)
Open 0． 807 5＊＊＊

( 0． 113 5)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it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ity ×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Bootstrap Test Sobel | Z | =3． 25，P =0． 00 Sobel | Z | =4． 12，P =0． 00 Sobel | Z | =5． 48，P =0． 00
N 3 850 3 850 3 894 3 894 3 893 3 893
Ｒ2 0． 450 5 0． 160 2 0． 159 3 0． 548 5 0． 281 7 0． 522 0

注: 括号中是经聚类调整后的标准误( 聚类至城市层面) ，＊＊＊、
＊＊、*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下显著。

结果表明中欧班列开通显著推动了

金融发展，第( 4) 列交互项与 Finance
的系数以及 Sobel | Z |值均在 1% 的水

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中欧班列开通能

够促进金融资源在区域内深度融合，

通过提高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为产业

升级提供了资金支持。
最后，中欧班列开通为贸易增长提

供了新的契机［3］。鉴于此，本文以进出

口贸易总额占 GDP 比重作为贸易增长

( Open) 的代理变量。表7 第( 5) 列与第

( 6) 列结果显示，中欧班列开通显著促

进了贸易增长，且交互项与 Open 的系

数以及 Sobel |Z |值均显著为正，可知中

欧班列作为联结中欧和沿线各国对外

贸易的桥梁与纽带，极大地促进了中国

与国外市场的产品技术交流，从而促进了贸易增长，为产业升级创造了更多机会和条件。
五、中欧班列开通对产业升级影响的异质性特征

( 一) 中欧班列开通、地理区位与产业升级

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由来已久，由于中欧班列主要为内陆地区经济增长提供契机，且中西部

地区中欧班列开通城市占比已超 50% ④，我们有理由思考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是否存在区位差异。
本文将样本按东部、中西部分组，以观察不同区域的产业升级效应。结果见表 8 第( 1) 列与第( 2) 列，

仅中西部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即中欧班列开通针对内陆地区产业升级的影响效应强于东部地区，

进而也证明中欧班列开通有利于通过产业升级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并迎合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表 8 中欧班列开通对产业升级的异质性检验

变量
中西部

( 1)
东部
( 2)

中心区域
( 3)

外围区域
( 4)

廊道效应
( 5)

内陆自贸区
( 6)

Treat × Post 0． 211 2＊＊＊ －0． 082 1
( 0． 077 5) ( 0． 101 3)

Center × Post 0． 355 6＊＊
( 0． 145 3)

Out × Post 0． 116 4
( 0． 073 8)

TP_Corridor 0． 291 8*
( 0． 175 0)

TP_Trade 0． 202 5*
( 0． 103 3)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it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ity ×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2 227 902 3 894 3 894 3 894 3 894
Ｒ2 0． 688 5 0． 554 4 0． 620 8 0． 623 2 0． 620 5 0． 620 8

注: 括号中是经聚类调整后的标准误( 聚类至城市层面) ，＊＊＊、
＊＊、*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下显著。

( 二) 中欧班列开通、“中心—外

围”差异与产业升级

中欧班列已带动形成了多个区

域中心，与外围班列开通城市相比，

其产业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等

更为强劲，因而两类班列开通城市的

产业升级效应可能有所差异。本文

将重庆、成都、西安、郑州和合肥共 5
个区域中心城市和其他开通城市( 外

围城市) 分别作为处理组进行检验，

结果见表 8 第( 3 ) 列与第( 4 ) 列，仅

中心城市交互项的系数估计值显著

为正，表明中欧班列开通对中心城市

的产业升级效应更为显著。虽然外

围区域结果并不理想，但 Treat × Post
系数的 P 值已接近 10% ( 10． 7% ) ，说明从中长期趋势看，中欧班列开通的产业升级效应仍存在较大

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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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中欧班列开通、廊道效应与产业升级

交通干线周围存在“廊道效应梯度场”，即效应大小由中心轴线向外逐步递减。中欧班列运输通

道有东通道、中通道和西通道三条，其中西通道开通时间较早，线路运营模式较为成熟，通关效率和

沿线贸易量也较高，同时位于西通道上的班列开通城市在位置上更接近欧洲，故相比其他通道更具

成本和时间优势，且“古丝绸之路”也处在西通道之上，使沿线一些曾经衰落的货运线路重获新生，为

西部地区的外向型发展增添了更多载体［3］。本文将位于西通道上的中欧班列开通城市作为运输廊

道虚拟变量( Corridor) ，在模型中引入运输廊道变量与中欧班列开通( Treat × Post) 的交互项( TP_
Corridor) 。表 8 第( 5) 列的 TP_Corridor 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自开通之后，运输廊道上的区域受中欧

班列的影响更大，更有利于产业升级。
( 四) 中欧班列开通、内陆自贸区与产业升级

近年来，内陆自贸区逐步成为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新窗口，其作为中欧班列开通的依托载体，为

班列提供了强大稳定的货源支撑。因此，中欧班列开通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效应，可能会因是否依托内

陆自贸区( Trade) 而产生差异。本文将重庆、四川、湖北、河南和山西 5 个内陆自贸区所包含的地级市和

直辖市的 Trade 取值为1，其他城市取值为0，并引入 Trade 与 Treat × Post 的交互项( TP_Trade) 。表8 第

( 6) 列结果表明，中欧班列开通为内陆自贸区所带来的产业升级效应确实显著高于非内陆自贸区。
表 9 拓展性分析: 基于政策因素的再探讨

变量
可持续发展

( 1)
成本收益权衡

( 2)
地方政府博弈强

( 3)
地方政府博弈弱

( 4)
央地关系

( 5)

Treat × Post 0． 538 8＊＊ 0． 182 9 0． 153 2*

( 0． 238 8) ( 0． 114 8) ( 0． 092 2)
Treat × Post × 0． 152 4＊＊

Ｒeturn ( 0． 071 6)
Treat × Post × 0． 025 4＊＊

Market ( 0． 011 3)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city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city ×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N 3 894 3 894 3 894 3 894 3 894
Ｒ2 0． 624 6 0． 621 3 0． 620 4 0． 620 8 0． 622 3

注: 括号中是经聚类调整后的标准误( 聚类至城市层面) ，

＊＊＊、＊＊、*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下显著。

六、拓展性分析: 基于政策因素的再探讨

接下来，本文在中欧班列对产业升级的影

响效应分析中纳入政策困境进行探讨。首先，

若统一品牌后，中欧班列的产业升级效应依然

存在，说明班列发展具有可持续性。统一品牌

当日有八地始发了中欧班列⑤，本文在处理组中

仅保留这八个地区，其他城市划入控制组。表 9
第( 1) 列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从产业升级视

角验证了中欧班列的可持续发展前景。
其次，返程率过低导致中欧班列运输成本

居高不下，这为从成本收益权衡视角考察中欧

班列与产业升级的关系提供了启发。自 2014
年起，返程中欧班列呈规模化发展趋势，并且返

程率逐年攀升。本文根据返程率设置运营成本( Ｒeturn) 的代理变量，若返程率不为 0，Ｒeturn 取 1，否则

取 0，并形成交互项( Treat × Post × Ｒeturn) 。第( 2) 列结果显示，较高的返程率( 较低运营成本) 强化了中

欧班列的产业升级效应，这证明了成本管控在中欧班列发展及其产业升级效应中的重要性。
再次，各地盲目开行中欧班列反映了地方政府之间的恶性博弈，这可能不利于中欧班列发挥产

业升级效应。借鉴陆梦秋等［49］的研究，本文将中国大陆分为“陆运优势片”和“海运优势片”⑥，其中

前者更适宜发展中欧班列，而后者的中欧班列不具有运输优势，但这些地方政府为抢夺政治经济资

源仍大量铺设班列线路。本文将处于“陆运优势片”的班列开通城市划入处理组，其他为控制组，同

时也进行反向设置，即将处在“海运优势片”的开通城市设为处理组。第( 3 ) 列结果说明，地方政府

恶性竞争不利于产业升级的健康发展。而第( 4) 列结果则表明，良好的政府间关系有利于强化中欧

班列的产业升级效应。
最后，良好的央地关系不仅提升了中央统筹规划能力，也能使地方政府更好地理解贯彻中央政策。央

地关系演变与市场化程度紧密相关［34］，较高的市场化程度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央地关系，并加速产业升

级［35］。本文基于市场化判断地方政府能否有效贯彻中欧班列这项国家政策，具体采用樊纲等［50］计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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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指数衡量央地关系，以中位数为划分标准对样本进行分组，较高组取 1，其余取 0，并形成交互项

( Treat ×Post ×Market)。表 9 第( 5) 列结果证明良好的央地关系强化了中欧班列的产业升级效应。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中欧班列开通为切入点，利用 2005—2018 年中国 285 个地级市数据，采用多期 DID 模

型，基于产业升级视角对中欧班列开通的经济效应进行验证。研究发现: 相比于未开通区域，中欧班

列显著促进了开通区域的产业升级，该结论在安慰剂测试、PSM-DID 回归、控制内生性问题等一系列

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并且该效应主要通过技术创新、金融发展和贸易增长等维度来实现。异质

性分析表明，中欧班列开通对中西部地区以及依托中心城市、运输廊道及内陆自贸区等区域的产业

升级具有更强的边际影响。进一步地，本文还从产业升级视角验证了中欧班列存在的可持续发展前

景，但地方政府间的恶性博弈阻碍了中欧班列开通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此外，在成本收益权衡

与央地关系等问题上，研究发现: 良好的成本管控和央地关系有助于提升中欧班列开通对产业升级

的积极影响。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

一方面，首先，经济主体应因势利导，合理把握中欧班列发展契机，充分利用创新资源，为制定产

业升级策略而提升国际化视野和借鉴发达国家创新经验。其次，通过政策规划，鼓励金融机构和资

本市场积极响应中欧班列建设的号召，基于缓解融资约束等途径为中欧班列开通的产业升级效应提

供金融支持。最后，继续深化对外开放，坚持“走出去”战略，强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共

识，在中欧班列等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背景下，将国内富有优势且面临转型的产业与沿线国家

经济发展缺口有效对接，实现国内产业转型升级与沿线国家福利水平提高的“双赢”。
另一方面，鉴于中欧班列运营中遇到诸多的现实难题和困境，首先，要遵循市场规则，建立并完

善政府补贴退出机制，营造公平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并构建中欧班列统一管理标准，真正打

造出低价高效、安全便捷的多式联运国际化货物运输品牌。其次，摒弃“业绩”导向，综合考量最适合

本地的货运方式，杜绝以行政手段将海运占优势的货物转为铁路运输，地方政府之间也应加强沟通

交流，完善中欧班列的全局统筹机制，弱化恶性博弈。同时，鼓励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以更精准

的服务吸引适合铁路返程的货源，从而提高返程率以降低中欧班列的运营成本。最后，进一步推进

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规范化、法治化，并强化市场运行机制，减少政府干预，在市场化高度发展背

景下构建良好的央地关系。

注释:
①详细信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官方网站( http: / /www． mofcom． gov． cn /article / i / jyjl /e /201908/20190802888288． shtml)。
②这包括技术、资本等高端要素和土地、劳动力等一般性生产要素。
③56 个城市分别为: 重庆、成都、郑州、武汉、苏州、金华、长沙、东莞、天津、长春、合肥、沈阳、西安、兰州、北京、哈尔滨、

济南、南京、杭州、乌鲁木齐、乌兰察布、大连、营口、青岛、连云港、宁波、厦门、广州、深圳、钦州、石家庄、保定、昆明、
贵阳、太原、南昌、南宁、银川、西宁、包头、临沂、武威、淄博、威海、怀化、宜昌、吉安、鹰潭、赣州、临汾、上饶、盘锦、济
宁、抚州、唐山、秦皇岛。

④位于中西部地区的中欧班列开通城市数量约占中欧班列开通城市总数的 58． 93%。
⑤中国铁路于 2016 年 6 月 8 日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当日中欧班列分别从重庆、成都、郑州、武汉、长沙、苏

州、东莞、义乌等八地始发，以上八地在所有中欧班列开通区域中具有代表性。2018 年，仅成都、重庆、郑州、武汉

四地的班列开行量占比就高达 66%。
⑥以通辽—沈阳—北京—石家庄—襄阳—重庆—丽江—保山为陆海运输竞争平衡线，界线以西北为陆运优势片，以

东南为海运优势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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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nching the CＲ Express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research based on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of 285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LI Jia1，MIN Yue1，WANG Xiao2

( 1． School of Economics，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Jinan 250358，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Jinan 250002，China)

Abstract: Industrial Upgrading is the key to achiev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takes the launch

of the China Ｒailway Express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and uses the multi-period DID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the CＲ Express on industrial upgrad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Ｒ Express has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of the regions through which it runs． After considering a series of factors such as endogenous

problems，the conclusion is still robust，and the promotion effect is mainly achieved by innovation driv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trade growth． The results of heterogeneity test show that the launch of the CＲ Express has a mor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and the CＲ Express＇s presence in the central region，

transportation corridor and inland FTZs has a strong industrial upgrading effect． The expansibility analysis shows that base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upgrading，the development of CＲ Express after the unified brand is sustainable． At the same

time，good cost control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also contribute to the economic effect of

the CＲ Express． However，the vicious game of local governments hinders the promotion of the CＲ Express for industrial

upgrading． This paper reveal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the launch of the CＲ Express on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extends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on the economic effect of the launch of the CＲ Express，which has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follow-up

construction planning of the CＲ Express．

Key words: launch of the CＲ Express; industrial upgrading;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innovation driv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trade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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